



















库流斯案件的案情大致如下: 公元前 93 年，某个科泊纽斯 ( Coponius) 误以为妻子怀孕，
而自己大限将至，故针对自己的遗腹子立下遗嘱: 其辞曰: “如果为我生了一个或几个儿子，让
他或他们做我的继承人。如果我的儿子在他成为自己的监护人前死亡，那么让他当我的继承
人”。〔4〕 此语最后一句中的“他”，指库流斯 ( Manius Curius) 。通过最后一句的安排，库流斯成
为科泊纽斯可能的儿子的替补继承人。替补继承分为普通替补和未成年人替补，库流斯勉强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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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Ｒino Faranda e Piero Peccheiura，L'Institutione Oratoria di Marco Fabio Quintiliano，UTET，Vol. I，1968，p. 99.
参见周枏: 《罗马法原论》 ( 下)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473 页。
例如，周枏先生说科泊纽斯指定库流斯为其遗腹子的监护人兼替补继承人。事实上，只存在替补继承人指定，不存在
监护人指定。周枏先生加上这个指定，可能是错看了遗嘱中的“如果我的儿子在他成为自己的监护人前死亡”的文句。










的宗亲马尔库斯·科泊纽斯作为法定继承人要求遗产，因为按 《十二表法》第五表第 4 － 5 条规
定的法定继承顺位，在没有当然继承人 (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的情况下，遗产由最近的宗亲继


















那么，什么是百人法院? 百人法院 ( Centumviri) 产生于公元前 3 世纪，主要审理遗产继承
和大额财产索还案件。它与十人法院 ( xviri stliiibus judicandis) 并立，共同构成由裁判官主持的
常设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个人身份案件，例如自由身份案件。〔9〕 百人法院起初有陪审员 105 人，
他们来自 35 个部落，每个部落有 3 个名额。他们分为 4 个法庭 ( Tribunalia) 办案，因此，某案
实际参审的法官不会有 100 人。后来，百人法院的人数增加到 180 人。该法院不承担案件的法律








See John W. Vaughn，Law and Ｒhetoric in the Causa Curiana，In Classical Antiquity，Vol. 4，No. 2 ( 1985) ，p. 212.
关于罗马法对诈孕的处理，参见徐国栋: 《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 页及以次。
参见 ［英］ 梅因著: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24 页。
See M. T. Cicero de Oratore: Or，His Three Diaglogues Upon the Character and Qualifications of an Orator，Ｒ. P. ＆ C. Wil-
liams，Cornhill Square，1822，p. 96. 此处的“打破”的意思是后发无效。
See A. H. J. Greenidge，Ｒoman Public Life，MacMillan and Co. ，Limited，London，1901，p. 236.





官前依照法律进行誓金之诉” ( 4，31 ) 。〔11〕 誓金之诉是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各宣誓证明其权利
正当的程序，誓金按诉讼标的的一定比例抽取，败诉者丧失誓金。例如，《十二表法》第二表第
1 条规定: 诉讼标的在 1000 阿斯以上，交誓金 500 阿斯; 标的不满 1000 阿斯，交誓金 50 阿斯。




家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 ( Quintus Mucius Scaevola，公元前 140 － 公元前 89 年) 担任 M. 科泊
纽斯的代理人 ( 科泊纽斯很可能是谢沃拉的门客，谢沃拉为他出庭可能是尽恩主的义务) ，当时
最有名的演说家 L. 克拉苏斯 ( Lucius Licinius Crassus，公元前 140 － 公元前 91 年) 担任库流斯
的代理人。两者都大名鼎鼎，前者是法学家中的演说家，后者是演说家中的法学家。谢沃拉是公
元前 95 年的执政官; 克拉苏斯是同年的执政官。他还在公元前 92 年担任监察官。〔13〕 用我们今
天的话来描述，是两位前总理级的高官在库流斯案件中 “碰撞”上了。
二、原告律师谢沃拉的立场






















See Adolf Berger，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Ｒoman Law，Philadelphia，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ociety，1991，p. 386.
参见 ［古罗马］ 盖尤斯: 《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2 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徐国栋，［意］ 阿尔多·贝特鲁奇著: 《 ＜ 十二表法 ＞ 新译本》， ［意］ 纪慰民译，载《河北法学》2005 年第 11
期。
See Michael c. Alexander，Trials in the Late Ｒoman Ｒepublic，149 BC to 50 BC，In Phoenix，Supplementary Volume xxvi，p. 48.
同上。








其精神 ［正因为这样，较早研究库流斯案件的德国法学家 Johannes Stroux ( 1886 － 1954 年) 把自
己著作的标题定为《法之极，不法之极》 ( Summum ius，summa iniuria) ，〔18〕 真是一语破的! ］，
而且可能把法律与人情对立起来。何去何从? 谢沃拉必须做出选择，且让我们看他如何选择。
遗憾的是，他采取了“不法之极”的解释。他利用文句与意思的关系 ( Scriptum et volontas)


























者的权力下。参见 ［古罗马］ 优士丁尼著: 《法学阶梯》 ( 第二版) ，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 页。
马尔切勒: 《学说汇纂》第 11 卷: “如果遗嘱中有模棱两可或甚至是错误的规定，它要受到宽宏大量的解释，按宽宏
大量的解释，任何被设想为可信的意图，必须得到相信。”马尔切勒: 《解答集》单卷本: “除非遗嘱人显然另有所指，不必背
离文句的意思。”保罗: 《萨宾评注》第 3 卷: “在遗嘱案件中，我们把遗嘱人的意思解释得更完整。”保罗: 《告示评注》第 9
卷: “对模糊不清的文句，通常要注意其更合于情理的意思或起草人在多数情况下惯于赋予的意思。”参见 ［意］ 桑德罗·斯
奇巴尼选编: 《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5 页及以次。发表上述言论的法
学家都属于帝政时期，晚于共和时期的克拉苏斯许多。所以，Johannes Stroux 说他开启了法解释史上的一章，并非无理。
Vgl. Johannes Stroux，Summum ius，summa iniuria. Ein Kapital aus der Geschichte der interpretation iuris，Leipzig /Berlin，
1926.
地方是能提供论据之所。在希腊 － 罗马的修辞学中，“文句与意思的关系”是一个地方，论者可以从文句方向发力压
倒意思，也可从意思方向发力压倒文句。这个地方既可用于解释 － 批评法律，也可用于解释 － 批评合同、遗嘱等私人文书。
前引〔4〕，西塞罗书，第 720 页。
同上，第 721 页。
See Miklós Knczl，Law，Fact and Narratives in Ancient Ｒhetoric: The Case of the causa Curian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中国大陆地区多数人把曝 ( Pu) 光读成曝 ( Bao) 光导致后者取代了前者，比如在四川省，众人































前引〔2〕，周枏书，第 473 页。See also William Forsyth，Hortensius the Advocate，An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Office and Du-
ties of an Advocate，Jercy City，Frederick D. Linn ＆ Company，1882，p. 97s.
前引〔4〕，西塞罗书，第 721 页。
前引〔22〕，Miklós Knczl，p. 29 .
See John W. Vaughn，Law and Ｒhetoric in the Causa Curiana，In Classical Aantiquity，Vol. 4，No. 2 ( 1985) ，p. 208.










































See Ｒichard A. Bauman，Lawers in Ｒoman Ｒepublican Politicis: A Study of the Ｒoman Jurists in their Political Setting，316 － 82
BC，CH. Beck，München，1983，p. 349.
See The Digest of Justinian，edited by Mommsen and Alan Wats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85，
Vol. 2，p. 851.
参见 ［古罗马］ 西塞罗著: 《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5 页及以次。
Cfr. Manuel Jesus Carcia Garrido，Diritto privato romano，CEDAM，Padova，1996，p. 17.
参见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卷，第 845 页。
